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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那座桥

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那座桥 

——简评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 

葛四友* 

阿马蒂亚·森，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人誉为经济学的良心。之所以有此一说，这与上

世纪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渐行渐远至最终的隔膜有莫大的关系。罗宾斯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论经济科学

的性质与意义”中，有力地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各行其道，在逻辑上不大可能以任何其他的

形式关联起来”[1]，尔后，这种思潮在弗里德曼著名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2]中得到体现。

这个潮流随着数学开始垄断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而在上世纪后期达至其巅峰状态。阿马蒂亚·森正是在此

环境中逆潮流而行，以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而著称，把对底层人民的道德关注纳入其经济学研究

之中，最后获得学界认可而赢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森一贯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既对经济学是

一个不幸，同样对于伦理学也是一个巨大损失。他认为，福利经济学通过更多地注意伦理学，可以大大

丰富其自身；同样伦理学也可以通过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而受益。[3]森本人就是一直贯彻此主张，

努力架起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那座桥。浙江大学应奇教授所编选的《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一书，就

集中体现了森的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对上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帕累托标准的盛行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开始疏远甚

至排斥道德考虑的过程，其直接因由则与人们开始怀疑基数效用，转而接受序数效用有关，实际上则是

人们开始认可人际间效用不具可比性这一假设。在这个假设之下，评价经济效率的就只剩下帕累托标准

了。并且从表面上来看，帕累托标准确极为符合我们的直觉。如果一种状态相对于另一种状态来说，有

人变好，没有人变坏，那么自然前者是更为可取了。然而，人际间效用不可比也就蕴含了另一假设，即

效用是不可以客观地测量的，结合经济学中的自利假设，我们能够知道人们的效用的方法就只有观察人

们的自由选择了。 

然而，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4]一书中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阐释中强有力地表明：不放弃

效用的不可比性，即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也无法改变阿罗的不可能结果。这种理论经由森的发展，得到

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即最小的个人自由都可能与帕累托标准相冲突（参考文集的附录2）。很明显，这

样经济学就遇到一个根本的难题，它不可能不强调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它又只有一个帕累托标准可以

判断经济效率，而两者又可能是逻辑上不可共存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文集是森回应经济学的这一难题并扩展其蕴含的成果，这种回应导致森走向一

种新的后果评价框架。就后果评价而言，三大规范伦理学理论之一的功利主义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也得到了最全面发展的一种理论。正是在此，经济学与伦理学不可避免地交汇了，森通过对两种理论的

批判与改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编者所概括的，“森教授以他的福利主义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

为基础，形成和发展了一种克服了古典功利主义的重大缺陷，吸收了经典义务论的理论优长，并将德性

论的若干重要主题纳入考量范围的复杂精致的后果论评价体系。” 



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从森对功利主义的精当概括来理解森的基本思路。就此而言，森提炼出了功

利主义的三种不同成分。简而言之，A，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论，即在伦理评价中，只有后果是重要

的；B，功利主义一种福利主义，即后果中只有福利是重要的，其他的后果是不重要的；C，功利主义是

一种加总排序，我们对事物的排序只看福利总和的大小，而不管其分布如何。照此思路，我们也可以来

看待帕累托标准的成分。显然，相对于功利主义而言，帕累托标准实际上只是在第三点上有所区别，它

由于否认了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因此对功利主义能够排序的地方不能排序，因此比功利主义要弱得多。 

森对功利主义与帕累托标准的批判，从而也是对后果评价的发展，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着手的。这

里，就批判而言，我们会面临三种策略的选择。第一，表明除了后果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重要

的，比如说得到后果的过程。第二，我们承认后果是唯一重要的，但是同时认为，后果中除了效用外还

有其他的东西也是重要的。第三，即使我们只承认效用是唯一重要的后果，我们也可以否认只有加总效

用是重要的，我们还可以认为效用的分布也是重要的。这里，第二与第三种策略分别可以用来反驳功利

主义与福利主义，但只有第一种策略才可用来反驳后果论本身。就接受后果评价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接

受第二与第三种反驳，形成一种内部的改善。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效用之外的其他后果纳入考

虑，同时也可以把后果（不管它是什么）的分配模式纳入考虑。当然，后果评价受到的一种真正的，也

是最严重的反驳是来自义务论理论的挑战。 

根据上面的思路，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各篇文章之间的大致关联。本文选的两篇附录可以算是形式化

的论证，实际上是森对阿罗不可能定理论证的一种延伸和扩展。如果读者能够先了解森的《集体选择与

社会福利》一书的话，那么对于理解本文集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有帮助的。文集中的第1章（功利主义与

福利主义），第3章（自由与社会选择）、第8章（理性与社会选择）以及第9章（社会选择的可能性）

都是这思路的扩展，只是没有利用形式证明，这里涉及个人的自由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

系问题。这一部分严格说是对通常的后果论的内部批判，也可以说是对后果评价的内部改善。 

对于义务论的挑战，森的策略是修改一般的后果概念，例如把过程纳入考虑。本书所选论文的另一

主体部分，更多的是针对这种外部批判，即义务论批判，并由此纳入那些一般用来支撑义务论的道德考

虑。在此，森并未为术语所束缚，他认为，“后果评价是否应当被当作‘后果论’是一个次要的和相当

无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宽泛但又是完整的框架是裨益良多的。”[5]本文选的第2章

（权利与能动性）、第4章（福利、能动性与自由）、第5章（正义：手段对自由）、第6章（正义：手

段对自由）与第7章（能力与福利）就是用来应对这种批判的。森通过扩展后果的定义，把外在于通常

后果论的诸种重要的道德考虑纳入后果评价框架之内，从而把外部批判化解为内部改善。这里要注意理

解这几个关键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即福利、权利、自由、能力。而文集的最后两章，更多的是一种

方法论上的阐示，表明森所采取的后果评价思路的可取性。 

对于森的这本文集，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就这里所选的论文而言，我们更为重视的应该是

森的论证过程，而不是森所得出的特定的结论。我们要特别注意森在论文中所做的各种澄清与区分，比

如说他对几种相对性（行为者相对性、观察者相性、评价者相对性）的区分与联系的讨论，一方面让我

们更为清楚义务论者通常反对后果论评价的各种真正理由，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更为清楚，我们的后果评

价中是否应该纳入，并且纳入何种相对性价值。 

第二，森的理论特别关注现实。如对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的关注，他认为福利后果论与基于约

束的义务论都无法充分地考虑这一点。森有一个观点道出了现实对他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的理论建

构，我们对于概念的使用，不可能比现实本身更为清楚。如果现实本身就是模糊的和不完备的，我们的

概念就只能如实地反映这种模糊性与不完备性。[6]可以看到，对理论背景条件的关注是森的一个重要

特点。这两方面的关注可以避免我们不顾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就是必须考虑的背景条件)而直接套用其结

论。 

第三，在把握森的论点时，我们要关注森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森在把自由、权利与能力等考虑纳入

我们的后果评价问题上的发展。如果我们把目光扩展到这部文集之外，对森的整个平等与自由理论的前

后改变与调整作一概览，这点将会更为明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森的后果评价框架是以平等取代

了功利主义与帕累托标准的模式评价，以自由取代了功利主义与帕累托标准共有的福利主义成分。当然

这里的自由是森的特定意义上的自由观，这方面文集中已有非常清楚的交待[7]。然而，尽管文集中也



零散地表达了森的平等观，但笔者觉得，如果能够纳入森关于平等的专门论文，则更有利于我们对森的

后果评价框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8]。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对于促进我们对森理

论的理解，促进中国的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都有其积极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以上内容以“一种新的后果评价框架”为题发表于《文景》杂志，2006年第10期，略有改动。 

(补记：国内在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上面，状况不容乐观，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隔膜与断

裂，远较国外为甚。森的理论引进应该算是状况不错的，不管译文质量如何，总算有不少的理论开始受

到人们的关注。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的研究确实具有很大的实用性；第二，不可否认的是，更重要

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使他成为中国关注的热点。其他还有一些尽管学问也做得非常好的，如托马

斯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人，由于没有这层光环，就显然没有

受到国人的重视，对他们理论的学术性引进也几乎为零。无疑，国内这种学术状况本身也昭示着森的东

西很难翻译。本人硕士期间对森有过不少的关注，且博士是从事伦理学理论的学习，但翻译时依然觉得

困难重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森极为开阔的视野，这从森的参考文献就可见一斑。译者一般不大

可能对这些参考书都有所了解，因此译文肯定有理解不透的地方，只分多少的问题。同时，一旦译者只

熟悉一个行业的话，那么译文中就很可能出现外行话。如应老师自己所言，他既不是专门的伦理学研究

者，也不是专门的经济学研究者是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组织了这本文集。因此，可以想见，应老师为了

让这本文集达到目前这般模样，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盼望有越来越多的此类努力，把国外先进的的伦

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成果组织翻译过来，以形成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缩小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

那道鸿沟，在中国也架起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那座桥。） 

* 葛四友，1976年，湖南临湘人，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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